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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及化解 
——基于专家与公民的知识分工理念的分析 

 

孙秋芬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在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虽然科学化与民主化被作为口号一起使用，但在表面一致性的背后却存在

着两难困境：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可兼得。社会问题和决策过程的专业化、复杂化要求科学化，而科学化带来的专

家主导决策会导致民主化的形式化。知识分工主张让普通公众掌握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的知识，专家掌握实现这

些目标的手段的知识，不仅把公众的知识和文化带到公共政策中来，而且将专家的功能限定在手段的层面并为公

民服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专家与公民共同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关系可以

得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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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决策的科学化强调专家知识的重要性，

依赖专家的理性精神和专业知识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可

靠性；决策的民主化强调公众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重点是公民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反映到公共政策中来。

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一方

面，社会问题与决策过程的复杂化、专业化要求具有

专业知识的专家参与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专家主导

决策制定的过程使民主沦为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一个修

饰，而且专业知识的理想性与风险社会的复杂性的冲

突越来越使这个过程失灵。这实际上造成了决策科学

化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追求科学化会导致民主化的

丧失，而不诉求科学化的民主化将失去可靠性的保障。

本文致力于澄清这个困境，并从知识分工的角度尝试

化解这个困境：让普通公众掌握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所

追求的目标的知识，让专家掌握这个过程的手段的知

识，用目的来约束手段，从而实现科学化与民主化的

平衡。 

 

一、决策科学化的兴起及其与 
民主化的冲突 

 

决策科学化的兴起是工业社会理性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现代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专业化的结果。

专家因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在解决专业性和技术

性的问题上更有优势。如杜威所说：“一方面，现代公

共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是专门化的，普通公

众凭借常识无法参与，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专家才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城

市规划、移民的管理和分布、税收的科学调整，诸如

此类。另一方面，管理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技术性问题，

需要精准的专业知识去解决。技术问题就像一台出于

牵引或者运动目的的机器的构造一样。这些问题都可

以通过事实的调查解决；调查只能由那些具备专业能

力的人实施，所以调查的结果也只能被训练有素的专

家利用。”[1](127)由此，随着现代社会和技术的日益复

杂化，专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开启了决策科学化的进程。 

在浅层意义上，专家主导整个决策过程意味着政

党和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在“政治与行

政二分”的原则中，政治与行政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

古德诺将它们分别与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对应起来，

即“政治与决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

些政策的执行相关”。[2](11)由此，在理论上，政策的制

定是由政治掌握的，行政则与决策无涉，只负责执行。

然而实践中，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与公众的

关系更为密切，比政党与政治家更容易了解公众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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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要求，而且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政治家

们也越来越限于知识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准确地

发现和理解公众的意见，从而将决策地位让位给行政

专家。“一系列政策领域的研究表明，政策的决定，至

少在特殊时期，更好地被理解为专家和政府机构中的

演变的‘学习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外部政治势力的

斗争。在技术上训练有素的行政和政策专家有时甚至

确定政策的方向和发展。”[3](19)费希尔(Fischer)指出，

“专家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可以在‘政策共同体(policy 

communities)’的成长中看到……这样的政策共同体被

形象地描述为‘隐藏的层级’，他们不仅在具体政策问

题的定义上，而且关于决定涉及到各种解决方案的适

当性和可行性方面都有一定比例的影响。尽管这些政

策共同体仍然必须向政治精英出售他们的观点，但是

来自他们的思想变成公共政策并不罕见。”[4](22) 

在深层意义上，专家主导整个决策过程意味着以

多数原则确定政策问题和制定政策的民主化途径的衰

落。根据孔多塞定理，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做出正确

选择的概率都略大于 0.5，那么多数统治的确总是倾向

于得出正确的选择。但在许多专业的政治问题上，我

们可以合理地假定普通社会成员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

略小于 0.5，那么，多数政治将总是倾向于得出错误的

选择。[5](109)显然，普通公众凭借个人的知识和经验进

行决策已经远远不能解决具有专业化知识的社会问

题。也就是说，在社会问题越来越专业的背景下，民

主化的途径不能得出正确的决策，由掌握专业知识的

专家来决定决策过程将成为政策可靠性的保障。事实

上，面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升级，我们可以合理

地假设，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思想和实践都将继续扩大，

导致的结果是决策科学化进程的加剧，公民越来越被

排除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之外，从而使得决策民主

化沦为一种形式，威胁到整个社会的民主精神。 

在斯蒂芬看来，“专长(expertise)现象导致了自由

民主理论的两个问题：第一，它是否造成了破坏公民

规则的不平等现象，或者使公民规则形同虚设？第二，

国家在资助、依赖专家和科学家的意见，并赋予其特

殊地位时，是否能够在所讨论的自由‘政府’中保持

中立？”[6](80)平等和中立这两个论题都有各自的主张，

但是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会产生一个更困难的问

题：如果专家是公众知识的来源，而且，这种知识在

本质上并不优越于纯粹的舆论，那么，确实不是专家

的“公众”本身此时不只是不如专家有胜任能力，而

且或多或少是受到了专家的文化或知识的控      

制。[6](80−81)哈贝马斯也认为，“专家文化”使得民主讨

论不可能实现。专家的思想在传统中并不被理解为生

活世界的部分，也无助于生活世界的形成，这就形成

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简单来说，介于普通公

众运作的幻想的世界和“专家文化”的世界。[7](97)罗

伯特·默顿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关的观点，他

认为专业人士和科学家拥有一种“认知权威”。[8](26)

依据默顿的理解，认知权威允许我们追问这一权威的

合法性，即公众可以接受或者拒斥专家的意见，但是

专家所拥有的知识往往超出了公众理解的范围，这就

留给了我们一幅虚假的民主图景：公众的文化和生活

世界被专家所控制或“引领”，而专家的行为超出了公

众能力的企及范围。 

事实上，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与控制的工具，

以特定的方式定义不同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角

色。[9](5)对知识的占有使专家自身已经成为了新的话语

权力的形式，拥有决定和强化决策的有效权力。当知

识的权威与财富、威望、社会地位联系起来时，专家

对促进公共利益便不再有兴趣，而是希望进一步扩大

自己的权力，通过给专业技术设置更高的标准或门槛，

形成一个排斥政治精英和公众进入的封闭体系。正如

克罗齐耶所说：“任何一种复杂的人类体制，皆不可能

取消专家与领导者的专业化职能。拥有这些职能的一

些人，作为个体的他们，有时会有兴趣维护一种公开

的竞争，然而，一旦它们建立起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群

体，独占的倾向与限制他人进入的倾向，即会无法抗

拒地显现出来。”[10](127−128)因而，与其说专家占有的知

识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不如说是专家集团的封闭性和

对权力的垄断最终造成了民主精神的衰落。 

 

二、对专家的质疑与决策 
民主化的追求 

 

决策科学化是现代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理性

打破神的束缚，将人从传统的约束中解救出来时，极

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当人类向更高的理性发

展时，理性自身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束缚。决策科学

化作为理性的产物，到 20 世纪中后期便遭遇各种困

境，陷入危机。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

“正是把理性作为一种职能、作为合理化而不是作为

‘理性’这样的概念，人们遇到了科学治国论方式的

巨大危机。”[12](383)专家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在诸多方

面存在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专业知识的理想化、一般化、标准化与现

实并不匹配。科学决策强调用逻辑的、实践的、计算

的技术方法来解决问题，依靠的是计算的精确和衡量。

但是在公共政策的“真实世界”里并没有一个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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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策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政策都有一

个技术性的成分(有些比其他更为技术)，决策时对技

术信息存在一定的需求也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都不

应该模糊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政策是首要的和最重

要的社会和政治建设的手段，任何一个政策决定关涉

的都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技术性地解决问

题。作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政策固有地结合

了社会和技术因素，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完全

独立地理解。所以，科学决策实际上脱离了现实世界，

面对社会问题，通过技术手段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片面

的，无法解决真实生活中的问题。 

其次，专家知识从表面上看来是中性事实，实际

上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专家们会利用他们的社会

地位和专业知识，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和那些热衷于维

护他们统治的精英们。这些指控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渎

职的问题，更是表明专家在社会系统中的特殊角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专家处于社会层级中的中间位置，

也就是处于管理者和劳动者或者说政府和公民之间，

他们是上层和下层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考虑到大

多数专业人士是从他们的上层获得奖赏，例如钱财、

地位和权威，他们通常会从上层也就是精英的眼光来

看世界，从当前的政治制度出发定义各种问题和制定

政策。这意味着专家的决策通常只是精英们的意见，

反映的是追求社会稳定和控制的精英利益，也就是说，

专家通过他们的权力和知识为公众定义问题时，实际

上只是将系统或精英的需求强加给公众而已，并不是

公众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每一专门行业的专家事

实上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在涉及到他们本身

利益的时候，他们会依靠自己掌握的专门知识所建立

起来的权力话语来为自己攫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专家中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最后，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面对高度复杂和

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问题，专家知识的可靠性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虽然科学对于现代

大多数风险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社会政策对科学的

依赖却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就

是现代社会风险的一个根源，比如核电和生物技术。

另一方面，科学将实验室的结果广泛投入到社会使用，

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充满风险的实验室。科学通常

通过条件可控的实验室实验去寻找可靠的知识，但是

风险社会使得这一原则不可能，风险社会之所以充满

风险正是由于巨大的复杂性而导致的条件不可控。从

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一旦失去了实验条件的可控性，

那么使一个精确概念化的研究设计和操作化的变量有

可能的逻辑便会崩溃。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的产生正

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风险社

会中很多领域具有极端复杂性，一个领域的专家很少

是其他领域的专家，例如火箭科学家可能是当前高水

平专业知识的标志，但是他或她很少有资格进行医疗

手术。因此，当专家面对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的时候，

也只是普通公众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掌握更多的知识

和技术。 

随着专家知识在公共政策中不断受到质疑，科学

决策的合法性也变得越来越不充分，这使得专家越来

越难隐藏一个事实，即他们的研究现在依赖于公众的

政治同意。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政

治先于研究”[11](105)，基于技术理性的政策研究应该从

属于政治过程，从而提升研究层次，即更加重视公众

的意见，在公众的同意中获得合法性，而不是脱离公

众进行纯技术的闭门造车。这意味着，当人们对科学

进行反思和对专家主导政策制定过程作出批判时，民

主信念开始呈现出复苏的迹象。这种迹象是以公民参

与运动掀开序幕的，越来越多的公众发现需要更多的

参与和审议来替代以往专家对决策的垄断。如丹尼

尔·贝尔所说：“关于政治的问题，到处可以见到的社

会方面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民主参与。‘人民应能影响

控制他们生活的决定。’民主参与的革命，在很大程度

上是反对社会‘专业化’和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科技

治国决策的形式之一。”[12](400) 

正是民主参与运动推动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转

向，公民又重新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阿

斯汀(Arnstein)把公民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公民权力的

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并乐观地认为通过参与

可以使目前被政治和经济过程排除在外的公众，在未

来能被慎重地包含在内。[13](216)在哈拉尔看来，“日益

意识到真正的知识和责任感不是产生于客观的事实，

而是产生于不同的人为了达到更透彻的理解水平而相

互影响，这就逐渐形成一种参与形式的决策过    

程。”[14](309)费希尔(Fischer)也指出，“如果代议制政府

是民主合法性的价值，它必须建立在一个充满活力的

公民参与的地方制度的基础上。除了简单的陈词滥调

增加选民参与的需要，代议制民主要求提供公民有机

会更直接地在影响他们自己生活的决策中进行协商的

结构和组织。……更多的参与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

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专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4](37) 

但是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不掌握

专业知识的公民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决策参与呢？是

否首先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然后才能进入决策过程

呢？这是决策民主化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解决不了，

公民的决策参与将成为一句空话。近些年来，协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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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论提出了在专家与公民之间实行知识的劳动分工

的主张，即让普通公众掌握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的知

识；让专家掌握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知识。因而，

公民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同样可以参与到公共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来。专家与公民因掌握不同的知识，在

公共政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在相互协商的过程中

建立起联系，共同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由此决

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关系得以重塑。 

 

三、知识分工：决策科学化与 
民主化的协调 

 

早在 1927 年，杜威(Dewey)在《公众及其问题》

一书中，在面对公民在高度依赖专家知识的社会中如

何参与的问题时，便提出专家与公民分工的主张。他

认为：“在技术层面，专家可以通过分析确定社会的需

求和问题；在政治层面，公民能够为这些需求和问题

的追求设定一个民主日程。为了整合这两个过程，杜

威倡导改进公共辩论、讨论和审议的方法和条件。讨

论要求专家的参与，但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

他们不是做出判断而是提供分析和解释。如果专家，

像教师和翻译一样行动，能够为公民破译这个技术世

界，使他们做出明智的政治判断，那么旨在推动公共

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宪法程序便能够按原计划运

行。”[4](7)从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专家与公民之间

分工的必要性，专家发挥技术层面的优势，但由公民

为其设定民主日程，从而确保专家是在民主的轨道上

运作。但是杜威认为社会的需求和问题由专家在技术

层面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专家治国”的理

念，导致他为专家设定的“翻译者”角色不可能实现。

而且他关于公民如何设定民主日程也没有给出一定的

说明，因而，杜威的劳动分工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并没

有解决问题；在实践层面上，从上文可以看到自 20

世纪初以来，决策科学化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协商民主理论提出的知识分工理论与杜威的分工

主张在总体的分工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协商民主理论

从一个更为规范和现实的角度明确表达了一个专家与

公民分工的理念。在这个分工中，公民在社会中处于

“司机”的位置，掌握着决定社会目标的知识，通过

为社会和专家选择社会的目标而控制整个社会，专家

则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承担起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

后果。在克里斯蒂亚诺(Thomas Christiano)看来，这样

分工的好处是，“一方面，它将公民放在了社会中司机

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它赋予了公民们一种他们有能

力作为平等者而扮演的角色。不同于理解实现目标之

手段所需的知识，关于目标的知识本身可以得到平等

的分配，因为它们主要是道德知识，可以从日常经验

中获得。”[15](75)在这里，公民并不被期望对他人拥有

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目标的选择不如立法和政

策的确定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性强。因此，公民能够控

制社会目标的选择，只要系统的其余部分能够正确履

行其职能，公民便能够控制整个社会。在当前的民主

社会中，比例代表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民能够发挥

应有作用的可行途径。基于各政党所提供的目标和目

标的序列，公民通过为政党投票选择社会追求的目标。

然后这些政党依据从公民那里获得的投票数量以一定

的比例在议会中代表公民。立法者被要求作为选择出

来的目标的代表进行行动，而且必须在他们所代表的

不同目标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制定出法律和基本的政

策。一旦法律和政策制定出来，政府的执行/行政部门

就要承担起实现这些在立法中以大多数规则选择出来

的目标。 

知识分工理论的另一个层面也不应该忽视，即专

家掌握着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知识，在公共政策的

制定过程中要发挥专家在手段或者技术层面的优势。

在日益复杂的技术化社会中，专业知识无疑是决策可

靠性的保障，而且事实上，服从专家也可以帮助普通

公众实现真正的决策参与。在布坎南(Allen Buchanan)

看来，“真实信念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是：(1)劳

动的社会分工；(2)专家或者认知权威(个人或群体)的

社会认同，他们作为真实信念的可靠来源得到其他人

的服从。”[16](103)当然，认识的服从应该是适度的，“过

低的认识服从是低效的，因为它意味着个人和群体不

得不承担重新发现已经被专家掌握的真理的成本，与

承受如果他们服从专家就不会承受的拥有错误信念的

代价。过高的认识服从也是低效的，通常会造成过分

审慎或是道德风险。”[16](104)适度的认识服从则体现为

专家的知识和作用被限定在手段层面，专家不能代替

公民直接决定社会的目标，而只能运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作为决策依据的理论和方案。这

样一来，专家之间的协商主题也就完全不同于公民的

协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或立法

的结果。这些协商要比公民协商更多科学评估的专业

化标准，可以被称之为工具性或结果性协商。 

公民与专家之间的知识分工对公民与专家的角色

和地位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在目的——手段的逻辑

框架内，将公民与目的相联系，专家与手段相联系，

赋予了公民与专家共同参与公共政策的途径。但是，

克里斯蒂亚诺(Thomas Christiano)认为知识的分工要

合理的实现还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委托—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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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和真理敏感性问题(the 

problem of truth sensitivity)。委托—代理问题是指系

统内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能否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忠实

地实现公民的基本目标？真理敏感性问题是指当主要

的决策者，即公民、政治家和行政人员都不是专家，

复杂的专业知识如何能影响决策的过程？总体来说，

系统的立法者必须不仅是公民的忠实代理者，而且他

们的决定必须同时具有真理敏感性，否则公共政策的

制定将无法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目标。为解决这两

个问题，克里斯蒂亚诺提出了四个主要的机制，即团

结(solidarity)、重叠理解(overlapping understanding)、

竞争(competition)和处罚(sanctions)，试图提高知识分

工的民主性和科学性。[17](37−42) 

第一，团结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可能有动

机推进彼此的目标。这可能发生在两个方面：背景的

相似 (similarity of backgrounds)和思想的相似 (like- 

mindedness)。第一种可能来自共享的种族、民族或不

公正的历史背景，或是更特殊的背景，例如同是艾滋

病患者。这些共享的背景可以使他们产生相互的同情

和关注，以及更广泛的意愿参与到彼此的目标追求中

去。第二种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政治和道德目标，并

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有着广泛的共识。政党和利益集

团的成员拥有相似的思想，而且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目

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相似思想的人的团体，所以，他

们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团结。当人们分享着这种

相似的思想，即使互相监控的机会和能力有限，他们

也能够互相信任地追求共同的目标。这意味着团结机

制可以激励人们推进共同的目标。 

第二，重叠理解机制。它是指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分享一些专业知识，但不分享其

他专业知识。例如 P 知道知识学科 a、b、c，Q 知道 b、

c、d，R 知道 c、d、e，S 知道 d、e、f。那么，P 和 Q

的知识重叠在 b 和 c，这种重叠可以让 Q 理解 a 的一

部分，因为 P 能够将 a 的思想“翻译”成 b 和 c。虽

然 P 和 S 没有重叠的知识，但是通过中介 Q 和 R，P

和 S 的知识仍然能够互通。在公共政策领域里，政策

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专家之间存在着这种重

叠理解，通过中介，各种专业知识不仅能被翻译成立

法者或行政人员的语言，使其与他们面对的问题相关，

还能使公民对各项政策有相关的理解，这就促成了特

殊科学领域的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

重叠理解也有助于保持理论家的诚实。在某种程度上，

有许多人对专家的所作所为和理论知识的应用情境有

一些了解，那就有方法监控那些非专家可理解的理论。

这可以帮助理论家对普通公众负责。 

第三，竞争机制。这一机制倾向于通过政党内部

之间的竞争，使政治家以一种符合最佳社会科学的方

式制定法律。据推测，一个系统包含了很多拥有不同

政治观点的人，这意味着对政治应该实现的目标有不

同的概念。他们也属于不同的政党或政党内部的派 

系，并试图推进不同的目标。他们对确保他们所在的

政党和政治家以适当的方式推进目标感兴趣，同时他

们也有兴趣让人们关注一个事实，即反对党和政治家

的行动方式不符合最佳的社会科学。这样一套激励机

制对同样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敌对系统来说也是适用

的。专家都将实施下面第四种机制所描述的各种制裁，

以确保他们自己政党的成员遵循最佳的理论行动。 

第四，惩罚机制。政党和利益集团不仅仅只依赖

共同目标而尽职地追求，系统会对那些没有忠实地和

胜任地追求目标的人施以惩罚。第一种惩罚包含了提

供专业知识以实现目标的科学家网络。如果大量的经

济学家认为一项政策没有带来本应带来的目的，一个

影响就是迫使那些在制定政策中发挥作用的专家放弃

这项政策。某种程度上，每个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相关

目标都包含着这些领域的专家，会有专家、评论家代

表的广泛的意见，所以这种惩罚可以使社会中的所有

团体都受益。第二种惩罚发生在许多专家看到某位专

家的错误时，使立法者开始认为专家不再值得信任，

并停止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协商。当然前两种惩罚都

依赖于专家之间的竞争的存在。第三种惩罚则是由政

党的忠实成员施加的，他们有理由充分了解那些没有

追求他们选择的目标的人。这种惩罚可能是一种羞辱

但也可能是通过撤销政党对特殊个人的支持的方式剥

夺其政治权力。这里专业知识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政党的忠实成员的观点部分依赖于特定领域的专

家的观点。第四种惩罚是由政府施加的。致力于实现

目标的政治家，一旦获得权力，就有可能开除顽固的

行政人员或员工等等。第五种惩罚是由选民施加的。

在这里他们可能会抛弃一个政党，因为这个组织没有

推进他们想要的目标。 

所有的这些机制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可以弥补

对方的不足，在克里斯蒂亚诺看来，可以有效地解决

真理敏感性的问题，同时有助于解决委托—代理的问

题，共同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四、余论：有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论述表明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分工为决策

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两难困境提供了一条可采用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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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然而，这条道路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约

翰·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 etc)等人认为：“专家

规则中包含的民主问题是从决策中排除非专家的决

策，会威胁到作为人民统治的民主的基础本身。即使

当人们设置了目标，而专家在理论上解决的只是手段

(正如克里斯蒂亚诺所说)，讨论、试验和实施手段的

过程经常澄清而且为目标提出新的问题。将非专家从

手段方面的协商过程中排除，破坏了公众在民主社会

中的目标设定角色。”[18](14−15)事实上，公民与专家在

公共政策中很难截然分离，如果仅仅由公民与专家各

自负责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

做法，在实践中会存在很多问题。 

在决策民主化层面上，知识分工要求公民必须成

为社会全部目标的选择者，但公民实现其目标设定的

角色却是通过投票选择政党和政治家作为其代表的方

式，也就是说公民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实际作用仍然

是由代表来完成的，这就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虽

然知识分工理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没有直接解决

这个问题，因此公民为社会选择的目标究竟有多少能

被实现便存在很大的疑问，这直接影响到公民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另外将专家限

定在手段层面的方式来终结专家的控制，忽略了专家

在社会职业化的过程中因占据一定的职位而拥有权力

的事实，一旦权力与知识相结合，所产生的知识权威

或者专家文化将导致专家再次控制整个决策过程，因

此只有将知识和权力相分离才能限制专家的作用，确

保决策的民主化。但是知识分工理论没有论证如何在

社会中消除专家的权威，构建专家的翻译者或者辅助

者角色，为社会目标服务。 

在决策科学化层面上，知识分工要求专家在手段

和结果上为决策提供理论和知识的支持，但是专家主

要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发挥专业知识的优势，而忽略

了文化和价值的内涵，使得专家所提供的理论具有工

具理性的特性，导致专家知识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克

里斯蒂亚诺提出了团结、重叠理解、竞争和惩罚等实

施机制，以展开知识竞争和制造清规戒律等方式来确保

决策具有真理敏感性。但是，“实际上，竞争……反而

会使技术专家变得更专业、更精明，在迷信知识方面走

向疯狂的境地。”[19](9)显而易见，要消除专家对技术的

迷信，同样需要公民在手段层面的参与，需要公民为专

家知识设定方向和补充内容。事实上，很多社会运动和

制度协商的经验，表明公民的能力比传统所假设的更能

处理复杂的社会和技术问题。[20](51−54)在费希尔看来，

公民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对决策

有重要的价值。[4](148−151) 

诚然，知识分工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而且自身尚存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专家与公民之

间的知识分工暗含的是专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种转

型，它让公民掌握决定社会目标的知识，使公民控制

社会并为社会确定政策议程，这是决策民主化的题中

之义。同时它将专家限定在手段层面，为公民所决定

的社会目标服务，这是对专家治国论的终结，使科学

知识在民主的引导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索

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提供了可采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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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lemma between scien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and its solu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division of the expert and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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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public policy nowadays, scien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have been hanged 

together to be one, but behind the superficial consistence，there exists a dilemma between them that scien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ne h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complexity of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quire scient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xpert-oriented decision-making 

would lead to de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tization. The account of knowledge division of labor claim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should grasp the knowledge of the goals that the society desires to pursue, and experts grasp the 

knowledge of the means of achieving these goals. This is not only to bring the public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to the 

public policy, but also to constrain the function of the experts at the level of the means to serve the citizens. To a large 

extent, this can help experts and citizens go together to determine the process of public policy, and at la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can be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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